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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Regional Coordination Level of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of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Based on the Enterprise Association 
Network

周  婕   何  柱   谢  波   牛  强   ZHOU Jie, HE Zhu, XIE Bo, NIU Qiang                         

在长江经济带成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区域协作有待加强。基于企业关联网络，利用百强企业分支机构

之间的关联数据，通过“总部—支部法”进行关联度测算，发现在长江中游区域的“城市圈”、省域、长江中游城市群3个

尺度上，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的联系呈现出“弱—强—弱”或“强—强—弱”的变化规律，在省域尺度上区域协作水平

高，在长江中游城市群尺度上区域协作水平下降明显；在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中，环长株潭

城市群区域协作水平最高，武汉城市圈和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次之。同时，长江中游城市群内“省域经济”的特征较明显，

“省级行政边界”对企业分支机构选址行为有较大影响，从而对所在区域协作水平影响显著。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has become a national strategy, and regional coordination should be enhanced. Based on the 

enterprise association network, this paper aims to measure the connectivity of cities, using the correlation data of 100 top enterprises 

and their branch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gional coordination level between the central city and others cities presents ‘low-

high-low’ or ‘strong-strong-low’ as the distance increases. At the province scale, the level is much higher than that at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scale. In the Wuhan metropolitan area,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around ‘Changsha-Zhuzhou-Xiangtan’ and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around Poyang Lake, urban agglomeration around ‘Changsha-Zhuzhou-Xiangtan’ get the highest level of regional 

coordination. In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of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dministrative regional economy seems to be a 

prevalent phenomenon. The administrative boundary imposes restrictions on the improvement of regional coordination.

长江中游城市群承东启西、连南接北，是

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2014年，长江中

游城市群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万亿元，人口1.21

亿，均占全国总量的8.8%。作为长江经济带中

的新兴经济增长极，长江中游城市群横跨湖北、

湖南、江西3省，涵盖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

群、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强化区域协作是推进

城市群建设的重要手段，然而由于长江中游城

市群涵盖范围广，包含的城市多，跨越了省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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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边界，推动区域协作的难度较大，因此，准确

地认识和判断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区域协作水平

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1　研究综述

1.1　区域协作

“区域协作”与“区域协调”是研究区域

间、区域内的不同地区共同发展时最常使用的

概念。“协调”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体现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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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辅助、配合”；另一方面反映为“调和、和谐”；

“协调”既代表一种状态，也表示一个过程。区

域协调有两个内涵：一是区域内各地之间的协

调发展；二是区域经济、社会、环境等诸因素之

间的协调发展[1]。辞海对“协作”的定义是：“许

多劳动者在同一劳动过程或彼此相联系的不同

劳动过程中，依计划协同地进行劳动的劳动形

态。”协作的一个重要内涵是“分工协作”[2]，

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精细

化的社会分工是提高生产效率、创造社会财富

的源泉。

区域协作讨论了区域行动者之间的关系，

其理论来源于马克思①的地域分工理论[3]。在城

乡规划领域，区域协作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

Geddes[4]（1904）的“区域观念”（Regional 

concept）。在地理学相关的研究中，学者们

陆续提出了增长极、核心边缘、点轴开发、圈

层结构、“极化－清滴”效应等传统区域发

展理论[5]，自组织、新劳动地域分工、产业集

群、竞合关系、新区域主义等理论也极大丰

富了区域协作理论体系。近年来，国内外关

于区域协作的研究集中于跨界合作区域[6-7]

（Regional cross-border cooperation）、区域

一体化（Regional integration）、区域整合[8]

（Regional integration）等方面。区域协作包

含了产业、交通、空间、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等

各方面的内容，但最重要的是区域“交通•产

业•空间”3个方面的协同创新[9]。区域协作的

最终目标是通过建立协作机制，消除行政区

域间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阻碍因素，推动整个

区域的一体化发展[10-12]。

目前学界缺乏对区域协作水平的定量研

究。在区域协调发展评价上，根据对协调发展概

念内涵理解的不同，城市群协调发展评价的方

法主要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协调测度方

法、区域经济学的区域差异评价方法[13]。但是这

两种方法都主要使用社会经济属性数据（如

GDP、人口、财政数据、价格等）和空间距离数

据，采用引力模型、断裂点、拟合分析模型等方

法来展开研究[12]。然而该方法无法测度区域内

城市之间的协作水平，无法体现区域协作概念

中“城市间分工合作”的内涵。要进行区域协

作水平的研究，还需要城市间的关系型数据作

为基础，即建立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关联数据。

BEAVERSTOCK J V[14-15]等（2000）提出，传统

的经济地理学者运用属性数据研究区域问题，更

适合于进行城市间的比较和个别城市的分析，无

法洞悉城市间的相互关系。要描述城市间的相互

作用，必须选择合适的关系型数据来进行分析。

1.2　企业关联网络

Castells[16]（1996）提出了“流空间”

（Space of flow）和“场所空间”（Space of 

places），资金流、信息流、人流、物流形成了城

市间的关联网络，为研究区域问题提供了新的

视野。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在全球化和

世界城市研究网络（GaWC）的倡导下，国外

学者尝试用企业关联网络来研究区域和城市

问题[15,17]。2000年以来的国际研究进展可以

分为基于企业组织（Corporate organization）

和基于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的城市网

络研究[18]。城市关联网络的本质是城市之间的

经济联系，而企业是城市关联网络的“作用

者”（Agents），众多企业的区位策略（Location 

strategy）界定了城市之间的关联网络

（Interlocking network）[19-20]。

全球化和世界城市研究网络（GaWC）[21]

基于175个高端生产性服务业跨国企业的2010

年全球商务网络数据，对中国25个主要城市和

世界城市网络的关联度进行测度；唐子来、赵渺

希（2012）、甄峰（2013）、李涛（2015）基于

航空物流、企业分布、高端生产服务业等数据建

构城市网络的分析模型，通过测度经济活动的

联系，获得连接度而构建国内城市体系的空间

关系表达；唐子来等[22-23]（2014）基于企业关

联网络，研究了长三角地区、长江中游地区、京

津冀、珠三角等地区的城市体系，并对比研究了

3个城市群的城市体系特征。

1.3　小结

从以往的相关文献研究中可以看出，区域

协作的相关研究主要采取的是社会经济属性数

据和空间距离数据，研究集中于城市社会经济

各子系统协调程度和区域差距程度等方面，研

究不能涵盖区域“分工协作”的概念内涵。关

系型数据反映城市之间的关联，能够反映区域

“分工协作”的内涵，是定量研究区域协作水平

的数据基础。

针对以上情况，本文利用企业关联数据这

一关系型数据，从企业关联网络的角度，通过微

观企业分支机构的分布情况来量化长江中游城

市群的区域协作水平。并从“城市圈”—省域—

长江中游城市群3个尺度上对区域协作水平予

以分析讨论。以新的视角来研究区域协作，力求

更为完整、准确地反映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区域

协作水平。

2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2.1　地域状况

本文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长江

中游城市群包含31个地级市，涵盖了武汉城市

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为

方便表述，本文将环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

生态城市群等同于“城市圈”。研究从长江中游

城市群、省域、城市圈3个尺度上展开。

2.2　数据来源

通过多媒体信息渠道收集并整理出2015

年湖北、湖南、江西省百强企业名单，分别选取

其中总部位于武汉、长沙、南昌市的企业，通过

万方企业数据库和全国企业信息查询平台查询

每家企业所有的分支机构、类型及其地理位置

信息。

2.3　研究方法

借鉴全球化和世界城市研究网络

（GaWC）在研究世界城市体系中运用的方法，

采用“总部—支部法”，测度长江中游城市群的

城市关联网络，据此衡量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区

域协作水平。

如果j公司在i城市有分支机构，则用bij表示

j公司在i城市的服务能值，其数值大小根据分支

机构类型来确定，总部赋值为4分，综合性分支

①马克思认为，分工既包括部门间、企业间和企业内分工，也包括把一定生产部门固定在国家一定区域的地域分工。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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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武汉城市圈内，绝大部分强联系②都

围绕着武汉市展开，武汉是武汉城市圈中的核

心城市。武汉城市圈内城市间企业关联整体偏

弱。武汉与孝感的关联最强，位于第二层级；武

汉市与鄂州、黄石联系稍弱，位于第三层级；其

余所有城市间的联系都位于第四层级。可见，武

汉城市圈内的区域协作水平较弱。

（2）在湖北省内，武汉与武汉城市圈之外

的城市之间的关联较强。武汉与湖北省域副中

心宜昌、襄阳、省内工业城市十堰之间的关联

位于第一层级。武汉市与襄阳、十堰构成了一

个“北三角”，结合产业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

个“北三角”构成了一条以汽车制造及零配

件生产为主导的汽车产业合作带（表1）。武汉

与武汉城市圈之外，湖北省之内的城市存在较

密切的企业关联，武汉与武汉城市圈内其他城

市的协作水平弱于与省内其他中心城市的协

作水平。

（3）在长江中游城市群内，武汉与湖北省

外城市的协作水平不高，武汉与长沙的关联水

平较大，处于第二层级。与南昌的关联水平较

小，处于第三层级。可以看出，武汉与长江中游

城市群内城市的区域协作水平还较低，反映出

武汉市与“中国中部中心”的城市定位、与建

成“国家中心城市”的目标还有差距。

3.2　以长沙为中心的区域协作网络特征： 网

          络状分布的格局

与武汉、南昌相比，在长沙的地区协作网络

中，湖南省域内城市之间的区域协作网络化程

度更高（图2）。从产业类型来看，有色金属和钢

铁、汽车产业是影响区域协作的最主要产业类

型（表2）。从城市圈—省域—长江中游城市群

3个尺度上来看，长沙在长江中游城市群片区的

区域协作水平按照距离变化呈“强—强—弱”

的特征。

（1）在环长株潭城市群内，3个核心城市

（长沙、株洲、湘潭）内部区域协作十分紧密。长

沙与湘潭的协作水平处于第一层级，长沙与株

洲的协作水平处于第二层级。在5个外围城市中

（岳阳、衡阳、常德、娄底、益阳），各个城市之间

图1　以武汉为中心的区域协作网络图
资料来源：根据天眼查企业版数据库绘制。

机构赋值为3分，生产服务型分支机构赋值为2

分，纯生产性分支机构赋值为1分，若没有分支

机构记为0。

基于某一公司j，可建立任意两城市m,n之

间的联系：

Rmn,j= bm,j ·bn,j

bm,j代表j公司在m城市的服务能值；bn,j代表

j公司在n城市的服务能值；Rmn,j代表城市m与n

之间因为公司j所建立起来的联系。把所有的公

司建立起来的联系元素加总，得到两城市之间

的总联系：

Rmn= ∑Rmn,j

如果m，n城市之间总联系强，可认为m，

n城市之间协作水平高；如果区域内城市之间的

协作水平普遍高，则可认为该区域的区域协作

水平高。

3　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协作网络特征

3.1　以武汉为中心的区域协作网络特征：

       “弱—强—弱”的变化规律

武汉在长江中游城市群片区的区域协作水

平按照距离变化呈现出“弱—强—弱”的特征：

武汉与武汉城市圈内部城市的协作水平弱，与

湖北省内其他中心城市之间的协作水平强，与

长江中游城市群内湖北省外城市的协作水平弱

（图1）。

相关产业 产业协作相关的城市 关联程度 协作水平
汽车及相关产业 十堰、襄阳、随州、孝感、黄石 ++++ 强

建筑业 鄂州、咸宁 + 弱
铁路船舶制造业 宜昌、株洲 ++ 较弱

医药制造和医药器材批发业 长沙 ++ 较弱

表1  武汉与其他城市产业协作水平

注：关联程度“+”相当于协作水平“弱”；关联程度“++”相当于协作水平“较弱”；关联程度“+++”相当于

协作水平“较强”；关联程度“++++”相当于协作水平“强”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②本文将第一层级、第二层级的联系视为“强联系”；将第三层级、第四层级、第五层级的联系视为“弱联系”。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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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域联系也比较紧密，区域协作水平较高。相

比于武汉城市圈和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环长

株潭城市群的区域协作水平更高。

（2）在湖南省域内，长沙与怀化、郴州、永

州的区域协作水平处于第二层级，属于强联系；

长沙与张家界、湘西州的区域协作水平处于第

四、第五层级，属于弱联系。湖南省域内各城市

之间有较高的区域协作水平，城市间区域联系

呈现网络状的分布。

（3）在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尺度上，长沙与

武汉、宜昌、南昌虽存在企业关联，但整体上区

域协作水平偏弱。

3.3　以南昌为中心的区域协作网络特征：  

         显著的单中心格局

与长沙、武汉相比，南昌的地区协作网络

呈现出更显著的单中心格局（图3）。南昌与九

江、吉安、武汉、赣州的协作水平位于第一、第二

层级，属于强联系。南昌与省内其他城市以及长

沙、黄石、黄冈的协作水平位于第三、第四层级，

属于弱联系。从产业类型来看，电子信息产业是

影响区域协作最主要的产业类型（表3）。南昌

在长江中游城市群片区的区域协作水平按照距

离变化呈现出“弱—强—弱”的特征：

（1）在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内，城市之间

的企业关联网络呈现出以南昌为中心的分布

状态，其他城市间缺乏联系，单中心格局十分突

出。反映出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内区域协作水

平较低。

（2）在江西省内，南昌与吉安、赣州的区域

协作水平较高。在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之外江

西省之内，也出现了距离增加，区域协作水平不

下降反而升高的情况。

（3）在长江中游城市群内南昌与武汉、长

沙、黄石、黄冈存在企业关联，南昌与武汉的关

联大于南昌与长沙的关联。但南昌与长江中游

城市群其他城市的区域协作水平整体较低。

 3.4　小结

（1）从城市圈空间尺度上来看，环长株潭

城市群、武汉城市圈、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内部

图2　以长沙为中心的区域协作网络图
资料来源：根据天眼查企业版数据库绘制。

图3　以南昌为中心的区域协作网络图
资料来源：根据天眼查企业版数据库绘制。

相关产业 产业协作相关的城市 关联程度 协作水平
有色金属 常德、永州、株洲 +++ 较强
工程机械 常德、益阳、岳阳、南昌 + 弱

钢铁、汽车产业 湘潭 +++ 较强
医药产业 娄底、武汉 ++ 较弱

烟草 常德、郴州 + 弱

表2  长沙与其他城市产业协作水平

注：关联程度“+”相当于协作水平“弱”；关联程度“++”相当于协作水平“较弱”；关联程度“+++”相当于

协作水平“较强”；关联程度“++++”相当于协作水平“强”。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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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协作呈现差异。环长株潭城市群区域协作

水平最高；武汉城市圈区域协作的水平次之；环

鄱阳湖生态城市群区域协作水平较弱；

（2）从省域尺度上来看，3个地区都呈现

出较强的区域协作水平；

（3）从长江中游城市群尺度上来看，3个

地区的区域协作水平都明显下降。

总的来看，武汉、南昌为中心的区域协作水

平都呈现“弱—强—弱”的特征；长沙为中心

的区域协作水平呈现“强—强—弱”的特征。

在3个城市圈之间存在的无形边界——“省界”，

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协作产生了明显的约束

作用。区位理论认为，行政边界是市场障碍，它

扭曲了空间市场区体系，进而影响企业的市场

潜力[24]。目前3个城市圈都无法有效地跨越“省

界”，在更广的范围推进区域协作。

4　结论与讨论

从企业分支机构的选址分布这一微观行

为，建立企业之间的关联网络，进而在“城市

圈”—省域—长江中游城市群3个尺度上分析

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区域协作特征。发现在武汉

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

3个“城市圈”中，环长株潭城市群区域协作水

平最高，武汉城市圈和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次

之。3个地区的共同之处在于，省域内区域协作

水平较高，但跨越省域后，区域协作水平明显下

降。“省界”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区域协作产生

了明显的阻碍作用。

行政界线对区域协作水平产生了显著的影

响，其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与企业自

身的组织特点和大型国企在百强企业中占比高

有关。百强企业中，通讯、电信、金融、交通服务等

行业的大型国企占比高，这些企业提供基础性服

务和设施，大多基于行政科层等级设置分支机构

（如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国有银行等）③，这使得

行政边界对区域协作水平产生了显著影响。另

一方面，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地方政府的“竞争

激励”和“锦标赛体制”④在促进中国经济快

速发展的同时，加强了“行政区域经济”，但在

某种程度上也阻碍了区域协作。

本文基于企业关联数据来研究长江中游城

市群的区域协作，将传统上用属性数据来研究

的区域协作问题和企业关联数据结合起来，使

区域协作研究具有了新的视角，测度方法更加

科学。但囿于数据的难以获得（尽管大数据提

供了新的数据来源和新的数据采集方法，但数

据获取的难题并没有真正解决），本文研究所做

的企业关联测评只是基于企业个数，而没能基

于企业规模（产值规模、员工人数等）做加权

处理，数据的说服力存在一定缺陷。另外，基于

企业关联网络的区域协作研究只涵盖了区域协

作的部分内涵，如何将其与空间、交通、生态环

境等其他要素结合起来开展研究，这些都是未

来研究中需要继续深化的内容。

相关产业 产业协作相关的城市 关联程度 协作水平
有色金属 鹰潭、 ++ 较弱
电子信息 九江、吉安 ++++ 强

医药 宜春、赣州、抚州 + 弱
汽车 景德镇、赣州 ++ 较弱

表3  南昌与其他城市的产业协作水平

注：关联程度“+”相当于协作水平“弱”；关联程度“++”相当于协作水平“较弱”；关联程度“+++”相当于

协作水平“较强”；关联程度“++++”相当于协作水平“强”。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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